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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民宗教不仅长久体现在美国政治话语与叙事中，使国家制度和政策合

法化、强化国家团结，而且还出现在美国外交政策话语中。公民宗教影响外交政策

的方式是委以政府国际重任，不仅要求其追求本国的繁荣与安全，还要在海外宣扬

本国的基本价值观。尽管公民宗教对美国中东外交政策的影响有限，却牵制了外交

政策向实用主义和多边主义方向发展。未来美国可否在多边合作基础上建立有效国

际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美国领导人能否成功地使公民宗教适应全球政策新

挑战，描绘出美国与他国共导而非独导世界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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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朱迪斯·戈尔茨坦（Judith Goldstein）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编写了《理念与外交政策》①一书，即便现在看来，这种书名也是千

篇一律的。他们在书中一反当时盛行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理念（ideas）对国

家间（interstate）关系具有独立的作用。而今天，理念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种观点已深入人心。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文化和政治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人们在国家形象和国际准则的探讨方面已取得了建设性成果，在战略文化和软

                                                        
①  Robert O. Keohane, Judith Goldstein, eds.,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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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如今这些努力已经使理念研究成为外交政策的研究

主流。 

然而直到今天，人们针对宗教理念对外交政策影响所作的研究依旧较少。

1993年，即基欧汉和戈尔茨坦合编的《理念与外交政策》出版那年，塞缪尔·亨

廷顿（Samuel Huntington）便率先在其鸿篇巨制《文明的冲突？》①一文中论述

了文化和宗教身份在世界政治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2011年，莫妮卡·托

夫特（Monica Toft）、丹尼尔·菲普特（Daniel Philpott）和蒂莫西·沙（Timothy 

Shah）合著的《上帝的世纪》一书出版，其意义可谓承前启后，振聋发聩，增

加了人们对宗教全球复苏及其政治影响的认识。②但与相关领域中的其他文本一

样，他们的研究并未系统地考察宗教理念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而是着重论述社

会的和跨国的（transnational）宗教行为体，以及恐怖主义、内战、和平重建和

民主化等问题。 

忽视宗教和外交政策关联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方法上的，二是本质上的。

就方法而言，人们很难厘清、界定宗教理念，并将其与那些影响国家外交政策

的理念、利益和准则相关联。众所周知，当引入宗教后，与理念驱动型论证

（idea-driven arguments）相关的问题——如理念是什么？如何确定其作用？什

么时候它才是为了物质利益，而不是文过饰非？——就让人伤透了脑筋。宗教

的定义莫衷一是：政治科学在不断挖掘宗教的新内涵，而宗教学则对宗教概念

的变动日益不安。不论是信仰、实践及其对象，还是上帝、超自然、超验或某

种终极关怀，没有一种定义能够统摄错综复杂的现象，赢得学者们的一致首肯。 

除了方法上的原因，人们忽视宗教和外交政策的关联还有本质上的原因。

国家间关系至今仍旧是——而且可能永远是——由物质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斗

争作主导的。理念只在国际法和国际准则层面发挥作用；其构成国际政府体系，

并由此体现自身（诸如“国家主权”或“国家利益”这种概念，便可窥见一斑）。

但这些理念所起的作用有目共睹主要因为其根植于国际制度之中，作为社会事

实对国家追求安全和繁荣有所掣肘罢了。不论可以回溯到什么宗教哲学理念，

如“上帝主权”或“共同的善”，它们都已具备了一种世俗的形态，而无须归因

于任何宗教传统。世俗的利益和体制——构成国际体系的国家、法律和市场——

牢牢地主导着世界，告诫人们任何企图在宗教和外交政策间建立理论关联的努

力都将付诸东流。 

                                                        
①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1993, pp.22-49. 
② Monica Duffy Toft, Daniel Philpott, Timothy Samuel Shah, God's Century: Resurgent Religion 
and Global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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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人们到底应该如何通过特定的案例探讨宗教理念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呢？宗教行为体和宗教问题是两个切入点。与特定信仰传统相关的公民和群体

致力于说服政府采取弘扬其价值观、增加其担当的国际政策。宗教行为体影响

美国外交政策的例子包括反对计划生育救助并将其作为美国提供外援条件之一

的天主团体，支持国际宗教自由的福音会团体，以及支持建立稳固的美以联盟

的犹太团体。宗教问题还会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和走向。重大事件（如“9·11”

恐怖袭击，发生在巴厘岛、马德里、伦敦和新德里的爆炸案）、宗教少数派的困

境，以及宗教在内战、和平重建、人权、全球社会政策中的作用，这些都促使

各国政府开始关注国际事务中的宗教维度。不论承认或理解与否，宗教、文化

和身份问题正逐渐提上外交政策日程。 

本文不是在宗教行为体和宗教问题的层面上，通过“公民宗教”这个概念，

考察宗教和外交政策的关系。“公民宗教”是基于一套深植于国家制度的、由代

表各种政治党派的国家首脑宣扬的、并与一个国家的主导信仰传统相通的政治

价值观。我们所建构的公民宗教不同于特定的宗教社团；国体和制度充当了建

构的参考框架。这可以从政治话语、叙事以及使国家制度和政策合法化、并从

强化国家团结的相关仪式中得到确证。公民宗教影响外交政策的方式是委以政

府国际重任，不仅要求其追求本国的繁荣与安全，还要在海外宣扬本国的基本

国家价值观。 

 

公民宗教和外交政策：分析框架 
 

公民宗教是一个庞杂而饱受争议的概念，其最初含义可追溯到柏拉图的《法

篇》，即一切政治秩序皆以宗教为其合法化之基础。至少在整个近代史，全球的

政治精英们通过援引上帝意志、诸神或对终极的宇宙秩序的认识，为自己的统

治和特定的政策提供合理性依据。从中世纪前期开始，神权与王权日益分化，

这股始于欧洲，其后蔓延至全球的世俗化浪潮也从未阻断过神权与王权的关系。

当今世界大多数民族国家依旧与宗教理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其宪法秩序确

保着法治、自由、平等以及其他价值观的重要性。即使没有某个国教，这些价

值观也能一如既往地追溯到某个有神论（如美国的“神佑之国”），或原本就带

着超验的色彩（如法国的“神圣的人权”）。① 

                                                        
① 在哲学层面上，有人将终极的价值观归因于——或试图归因于——理性，且仅仅是理性
（如伊曼努尔·康德这样的理性主义者），也有人认为根本就没有归因的必要（如理查德·罗

蒂这样的实用主义者）。然而作为经验的对象，当世俗权力试图使自身合法化时，神圣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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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的公民宗教一开始都具有相同的政治价值观。让—雅克·卢梭在

《社会契约论》中认为，公民宗教这个概念指的是一系列信仰，即上帝存在、

灵魂不死以及确保道德秩序的因果报应。亚历西斯·托克维尔所著的《论美国

的民主》将宗教视为基于支持民主体制的公民社会的一系列信仰和实践。圣西

门、奥古斯特·孔德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发展了“人本宗教”（Religion of 

Humanity）这个概念，意指一种基于理性和同情的、能够推动社会和政治进步

的文化礼仪的信仰。①  

作为社会理论家，爱米尔·涂尔干的专著《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虽没有

明确展开论述公民宗教这个概念，却赋予了宗教以深刻的社会政治意义。他认

为宗教就是建构群体身份的一系列信仰和实践，与超自然无关，而与共同体

（community）中对神圣的体验有关。如果涂尔干强调的是宗教中情感和述行

的（performative）维度，罗伯特•贝拉在 1967年发表的《美国的公民宗教》一

文则着重论述了公民宗教这个概念的价值基础，令人耳目一新。他认为：“任何

一个统一协调、运作正常的社会都是基于在个人和社会行动中一套共同的、关

于善恶对错的道德判断。”而且，“这些个人和社会几乎一致认为，这些共同的

道德判断必须同样基于一套宗教判断，为人们提供一个能够理解这些道德判断

的语境。”贝拉探讨了合法化的问题，但是他的重点局限在社会，而非国家层面。

因为“这些道德和宗教判断使社会看上去至少与之基本一致，为社会提供了一

种基本的文化合法化，也为社会批判提供了评判标准，使社会不至于过分偏离

它们。”② 

本文中公民宗教的定义——基于政治共同体的、对终极价值观所作出的、

可追溯到宗教传统的共同承诺——将国家制度和精英话语放在了显著位置。其

中心价值观深植于宪法文本，经由各种政治党派获得宣扬，如自由、平等、团

结一致和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这些价值观常见于国家叙事，作为克敌制胜的

核心价值观，不论是在时乖运蹇的过去，还是前途似锦的未来，一如既往地诠

释着一个国家的历史。其中，核心价值观和国家叙事常见于竞选演讲和立法辩

论，或如政权更迭的仪式中，使政治制度和政策纲领合法化，昭告天下，扬厉

铺张，以示全国上下戮力同心，同仇敌忾。 

要成为公民宗教，而非仅仅是国家身份的构成部分，它的核心价值观及其

                                                                                                                                         
念和特定的宗教传统教义就成了重要的背书。 
①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Auguste Comte,”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comt 
e/ #RelHum. 
② Robert N. Bellah, The Broken Covenant: American Civil Religion in Time of Tri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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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叙事就必须能够回溯到社会的主导性宗教传统中来。政治价值观必须扎根

于宗教价值观（如扎根于天性的人性尊严）之中。国家叙事和宗教叙事（如拯

救与救赎的故事）必须要有交汇点。因为能够引发人们情感上的狂热，就认为

国家身份或民族主义就具有准宗教的特征，这是不够的。公民宗教作为一个行

之有效的概念在于它能够回溯到切实的宗教理念。 

公民宗教必须具备国际的维度才能与外交政策相衔接。它必须将国家价值

观蕴含在对外的行动中，将其普世意义作为国际制度和国家间外交的准则。如

果国家领导人仅从追求安全和繁荣的角度表述外交政策，那就不能说公民宗教

具有外交政策上的意义。只有当他们援引一套能够回溯到某个特定信仰传统的

国家价值观时，宗教和外交政策的关系才算建立。 

一旦国家外交政策话语中出现了公民宗教，我们就能通过一致性和持续性

考察，确定其在特定案例中的作用。如果外交政策与国家核心价值观和叙事一

致，即国家采取的政策与之相符，或者在国际制度中使之有所体现，那么公民

宗教就极可能发挥了作用。如果外交政策在政权的更迭中一仍旧贯，但不同政

党的领袖们在表述并追求这些价值观时却有所掣肘，那么公民宗教是否发挥作

用就有些微妙了。如果领导人采取的政策与公民宗教不一致，或者没有持续性，

那么宗教理念和外交政策之间就没有令人信服的因果关联。 

这些对公民宗教及其作用的考察可以归入一个分析框架，这个框架由每个

案例中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组成：一是公民宗教的存在，宪法秩序和政治话语

所反映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这些价值观能否回溯到特定的信仰传统？二是外

交政策维度，对国际行动的特定理解是否由核心政治价值观和国家叙事来定

性？三是外交政策作用，即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否与其公民宗教所反应的价

值观和叙事一致？ 

 

美国 
 

1.公民宗教的存在 

美国的宪法秩序明文昭示，其中心价值观是个人自由和辅助性的有限政府。

除了自由，美国的立国文书和政治话语还颂扬包括平等和结社在内的诸多价值

观。不过自由是最为核心的部分。美国法律和政治所构想的平等主要是指诸多

自由个体在行动时享有最大程度免于政府限制的自由——这是一种行使自由的

机会平等。在强有力的社会民主传统缺失时，经济或社会结果的平等不见得就

能博得好名声。而且，自由还先于集体。人们颂扬社团集体，如美国宪法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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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人民”开篇的，领导人是以“美国人民”号召民众上下一心的，但人们

通常将集体视为一种公民间的自由联合，权利个体往往凌驾于群体之上。 

美国的立国文书《独立宣言》（1776 年）将个人自由作为中心价值观，这

是有据可查，也是有宗教基础的。“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

者创造了平等的个人，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

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将个人自由与约翰·洛

克的自由主义新教和启蒙自然神教中的天意（Divine Providence）联系起来。洛

克在《政府论(下篇)》（1690 年）一开始就描绘了一幅理想的图景：拥有天赋

理性的、自然的自由个体对财产作出分配，组成团体，为自己谋求更大的经济

和社会福祉。最高层的群体——国家——从社会契约中脱颖而出，自由个体则

借此在理性的引导下对自身所享有的自由作出一定的限制，从而换取有限政府

带来的安全。 

另一股基督教思潮——17 世纪始于新英格兰的清教——其传统是强调将

个人自由作为基本的美国价值。加尔文主义强调个人救赎，宗教改革家罗杰·威

廉姆斯对道德自由理念进行了拓展，二者对这股思潮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清教

的传统是借助圣经意象来阐释美国的政治实践，如将《出埃及记》中逃离奴役

苦海和《启示录》中出现的新耶路撒冷与清教徒逃离压迫的旧世界、驶向自由

的新世界作比较，将有关自由的圣经故事和政治叙事融入到美国的历史中。 

从古至今，我们可以在美国的政治话语中找到个人自由成为价值观和自由

神授的发展历程。作为上帝的馈赠，美国的政治制度一直捍卫着个人自由，历

经世纪的风风雨雨，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剧烈变革，从奴隶制到南北内

战、从工业革命到移民潮、从经济大萧条到战后消费社会，口碑载道。美国是

一个“神之国度”，一个“神佑之国”，这种说法也以一种非宗教的方式日益流

行起来，随之而来的是天主教融入美国主流。1945年后出现更为包容性的“犹

太—基督教”身份，还有今天人们致力于建构的“亚伯拉罕教”身份等。还有

一些不为人熟知的例子，人们可以察觉出措辞变了、文风改了，但概念上却仍

旧一脉相承。在 1829年的总统就职演讲中，安德鲁·杰克森说道： 

 

“承上恩宠，惠赐神力，天佑襁褓之国，虽时乖运蹇，世事多迁，幸得自

由不变。怜我哀乞，惟愿合众乐土，赓续雨露，永被恩泽。”
①
 

 

                                                        
① Andrew Jackson, “Inaugural Address,” http://www.inaugural.senate.gov/swearing-in/address/ 
address-by-andrew-jackson-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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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总统就职演讲中表达了相同的思想，颇有

异曲同工之妙。 

 

“此时此刻，自由的人民必须再次宣告他们的信念。这条信念是我们开国

元勋们的永久信念。在永恒的道德和自然法则的统辖下，我们坚信人类的尊严

不死。这条信念决定了我们整个人生观。它毫无争议地确立了天赋的、不可剥

夺的人类的权利。”
①
 

 

2009年，巴拉克·奥巴马所作的总统就职演讲，宣布个人权利与自由皆为

神授，延续了总统话语中的宗教风格： 

 

“我们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记住，在面临挑战的时候，我们没有屈服，我

们没有逃避也没有犹豫，我们脚踏实地、心怀信仰，秉承了宝贵的自由权利并

将其安全地交到了下一代的手中。”
②
 

 

2.外交政策维度 

美国公民宗教的外交政策维度一直可以追溯到 1630年约翰·温斯罗普所作

的著名的布道辞。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领导人使用了“山巅之城，万国之灯”

这个隐喻引自《山巅之城的布道》，用于描绘在美国进行的崭新的政治实践所具

有的普世意义。乔治·华盛顿在告别演说（1796年）中也将美国价值观和全球

使命联系在了一起： 

 

“盖当今合众之国，秉持仁义，和睦相待，寰宇之内，概莫能外。惟宗教

道德教化之功耳。国之善政不能如是，可乎？使其民持论公允，仁爱孝悌，而

其国自由开明，功垂竹帛，待时机成熟，别开生面，浩浩荡荡，实无愧于万世

之表也。”
③
 

 

从 19世纪末到 20世纪初，美国国力日益强大，锋芒显露，华盛顿欲为万

世作表率的谦辞一次次改头换面，转变为美国在美洲以及后来全球传播理想，

                                                        
① Dwight Eisenhower, “Inaugural Address,”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 
9600. 
② Barack Obama, “Inaugural Address,” http://www.whitehouse.gov/blog/inaugural-address. 
③ George Washington, “Farewell Address,” http://avalon.law.yale.edu/18th_century/washing.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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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自由的切实行动。个人自由作为美国公民宗教的核心在昭昭天命

（Manifest Destiny）的信念、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1918年）

和富兰克林· 德拉诺·罗斯福的“四大自由”（1941年）中开始影响外交政策。

随着二战后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历届美国总统都将天意神授、全球自由推广和

美国利益视为一股，而且是同一股历史潮流。 

冷战前，哈里·杜鲁门总统在 1947年为国会所作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宣布，

“美国人民的精神能够改变世界历史的轨迹”，“如果我们坚持并弘扬我们可贵

的理想，如果我们向饱受战乱之苦的全世界人民慷慨解囊，那么我们公民所拥

有的自由民主的信念就会远播四方，普天之下自由的人们就会同心同德，虔信

这些理想。”①一脉相承的是约翰·F·肯尼迪在 1961 年总统就职时指出：“我

们的祖先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还在全世界饱受争议，这个理想就是，人的权利

不是来自国家的慷慨，而是来自上帝的恩赐。”②乔治·W·布什在 2003年国情

咨文演讲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们美国人相信自己，但不仅仅是我们自己。

我们不会声称已经明了所有的天意，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已经启示的天意，虔信

仁爱的主，此生此世，永生永世。”③ 

奥巴马总统继承了这种宗教的精神。在 2008年总统竞选时，他称美国是“当

世仅存之最好的希望”④。与肯尼迪一样，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将美国以自由为

中心的宪法秩序看作是普世的、上帝认可的价值观的体现。甚至在其广为引用

的 2009年 6月开罗演讲《对穆斯林世界的开辩词》中，也强调了美国价值和普

世价值是完全一致的：“我相信美国恪守这样一种信条，即无论种族、宗教或身

份，我们都拥有一个共同愿望——生活平静、安宁，接受教育，有尊严地工作，

爱家庭，睦邻里，敬上帝。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也是全人类的希望。”⑤ 

“山巅之城”、“万国之灯”的圣经意象从 1630年第一次出现，历经了近四

个世纪之后，仍然是美国国家政治话语的主要意象。1961 年，总统当选人约

翰·肯尼迪作了著名的《山巅之城》的演讲。罗纳德·里根在 1984年总统竞选

以及后来的告别演讲中两次使用了“山巅光亮之城”。奥巴马在 2011年 1月国

                                                        
① Harry Truman, “State of the Union,” http://www.trumanlibrary.org/whistlestop/tap/1647.htm. 
② John F. Kennedy, “Inaugural Address,” http://www.pbs.org/wgbh/americanexperience/features/ 
primary-resources/kennedys-inaugural-speech/. 
③ George W. Bush, “State of the Union,”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296 
45. 
④ Barack Obama, “Nomination Victory Speech in St. Paul,”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0 
8/ 06/03/obamas-nomination-victory_n_105028.html. 
⑤ Barack Obama, “A New Beginning remarks in Cairo,”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 
fice/remarks-president-cairo-university-6-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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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咨文演讲中也引用了这个圣经意象，他向国内外的听众宣告道，“我们能否维

持这种领导地位，让美国不仅仅成为地图上的一个所在，更是指引世界前进的

明灯。”①这种反复强调要将自由作为核心价值观，并以神的授意为国际行动定

性，就是美国外交政策具有宗教维度的有力证明。 

3.外交政策的作用 

二战至今，一种将自由、天意和美国的世界角色联系起来的叙事早已为美

国的外交政策定了性。然而，公民宗教对具体政策的作用却难以证明。只要对

基本价值观的阐释与外交实践一致，它们就很可能是发挥了作用。战后人权政

权的建立也许是最好的例证。1945 年，美国的全球势力如日中天，《联合国宪

章》序言起草时就援引了“对基本人权的信心”和“人格尊严和价值”②。在埃

莉诺·罗斯福主持下起草并在 1948年出版的《世界人权宣言》有关权利的目录

中再次强调了个人权利的重要，其第一条规定，“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

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③第十八条

关于宗教自由的条款与美国强调个人自由形成鲜明呼应：“人人有思想、良心与

宗教自由之权；此项权利包括其改变宗教或信仰之自由，及其单独或集体、公

开或私自以教义、躬行、礼拜及戒律表示其宗教或信仰之自由。”④ 

在其后的十年，美国外交一反国际潮流，没有将经济和社会权利与政治权

利一道神话，也没有将文化和群体权利与个体权利一起拔高，当然也并非都能

如愿以偿，如美国没有批准 1966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宗

教自由问题上，美国遭受了挫折，联合国在 1981年通过的《消除基于宗教或信

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弱化了《世界人权宣言》理念构想，

仅指拥有宗教信仰的权利，而不是改变宗教信仰的权利。美国国会在 1998年通

过《国际宗教自由法》，试图在双边关系中监督其他国家的宗教自由，遭到来自

中国、印度、俄罗斯、伊朗、沙特和其他相关国家的反对。这些国家强调维护

国家主权以及宗团体体防止教徒叛教的群体权利与美国对宗教自由的重视形成

强烈反差。 

（一）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独裁者 

在人权问题上，美国没有成功地将个人和自由为中心的立场在联合国系统

                                                        
① Barack Obama, “State of the Union,”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01/25/r 
emarks-president-state-union-address. 
② United Nations,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http://www.un.org/en/documents/charter/prea 
mble.shtml. 
③ United Nations,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http://www.un.org/en/documents/u 
dhr/index.shtml. 
④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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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制度化，说明美国的实力与影响有限，而不是其核心价值观与外交政策不一

致。认为公民宗教对外交政策具有影响还需要解决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那就

是美国一直有跟独裁政权合作，扩大经济和安全利益的传统。冷战期间，美国

政府一直都在支持拉美、欧洲和全世界的独裁者与苏联进行斗争。为了谋求地

缘政治稳定和可靠的石油供应，美国对阿拉伯世界独裁者的支持至少一直持续

到现在。对大部分国家以及国内批评家而言，这种作法有时显得虚伪。然而对

美国政策制定者及其拥护者而言，这是实用主义使然。他们认为只有在中短期

内确保美国能够生存和繁荣下去，才能从长远出发，宣传全球自由和民主。鉴

于此，这种不一致并不会妨碍基本的价值观对美国外交政策总体走向的影响，

只是难以将价值观付诸实践所致。 

（二）美国与阿富汗、伊拉克战争 

亨利·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外交有意识地克制美国外交政策中传教士般的使

命感，谨言慎行，维持大国力量平衡。他的缓和政策招致了普遍的政治揶揄，

一直持续到 1976 年的总统竞选。1976 年杰拉尔德·福特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对

手罗纳德·里根和吉米·卡特双双声讨现实主义大国政治，宣称要坚持基于反

共主义和人权的、更理想化的价值观。五十年后，“9·11”恐怖袭击引发了关

于美国公民宗教核心思想的一再重申。乔治·W.布什总统宣布恐怖分子袭击了

美国自由；反恐战争归根到底是价值之战。他领导的政府将以美国为首入侵阿

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合法化，将其定义为自卫之战，培植“天赋自由之战”。 

（三）美国与伊斯兰学者：以塔里克·拉马丹为例 

塔里克·拉马丹（Tariq Ramadan）原定于 2004 年在圣母大学担任教职，

国务院依据《爱国者法》中“意识形态排斥”的条款吊销他的签证，却没有援

引任何具体的罪行。2006 年秋，一名美国官员将拒签与拉马丹在 1998～2002

年间向与哈马斯有关联的慈善团体捐款挂钩。而从拉马丹的角度来看，这是对

其直言不讳批评美国中东政策的回应。如果我们重视西方与伊斯兰对话的话，

塔里克·拉马丹就是我们需要接触的那个人。在这之前，我们可以同意或不同

意，但我们必须倾听。作为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的研究员，拉马丹已成为欧

洲最耀眼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在著作、文章、讲座和访谈中，他创造性地强调

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在大西洋民主国家（Atlantic democracies）中所面临的挑战，

坚持批判性参与西方核心价值观和制度建设，而非拒绝。拉马丹自己也承认，

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政策，但他对自杀式爆炸和反犹主义的

反对也是有据可寻的。2007年 4月，乔治城大学伯克利宗教、和平与世界事务

研究中心主办了三场与拉马丹主题为“伊斯兰—西方关系”的卫星访谈。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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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通信的时代，思想并非止步于实境。 

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当选总统，美国外交政策开始向更实用、多边化

方向发展。在第一个任期内，奥巴马放弃了布什执政期间的单边主义政策，极

力加强与盟友合作，以减少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所受的掣制；在对华关系上

淡化人权问题；避免使用会激怒敌友双方的宗教自由性语言。当其在 2009年 4

月被记者问到是否认同“美国例外主义所说的只有美国才有资格领导世界”时，

奥巴马含糊其辞地答道：“我信奉美国例外主义，就像我怀疑英国人相信英国例

外主义，希腊人相信希腊例外主义一样。”虽然“我为自己的国家，它的举足轻

重，它的辉煌历史，无比自豪”，但他也承认，“我们并非总是正确，别人也可

能拥有伟大的理念，如果我们要同心协力，共创伟业，所有人都必须作出妥协，

我们也不例外。”① 

这种有别于公民宗教强调美国在世界上具有独一无二作用的立场，给奥巴

马在美国国内造成了不少政治问题。在 2012年总统竞选期间，共和党领袖就指

责奥巴马早已与美国例外主义的神圣传统分道扬镳了。米特·罗姆尼在 2010

年出版的名为《无可致歉：以伟大美国为例》一书中，提到奥巴马“偏离了我

们引以为傲的美国例外主义”，是“误入歧途，寅吃卯粮”②。无独有偶，莎拉·佩

林在 2010年早些时候说过，奥巴马“根本就不信奉美国例外主义。他似乎是在

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着想，认为那只是一种偏见，悖谬乖张。”③ 

尽管奥巴马没有因为这种批评而改变其外交政策，但他随后确实减少了对

多边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倚重程度，如他在 2010年 9月对联合国大会所作致辞的

语气已与前一年大不相同，更强调美国的领导和人权。在他宣布将参加竞选连

任前所作的 2011年国情咨文演说中，援引了美国公民宗教和美国例外主义的理

念，尽管回避了这种字眼。“我们相信在一个能够找到各种种族、信仰和观点的

国家，我们仍旧属于一个民族，团结一致。”美国人“拥有共同的希望和一个共

同的信条”，使我们成为“与众不同的民族”。这个演讲奠定了一种“领导地位，

让美国不仅仅成为地图上的一个所在，更是指引世界前进的明灯。”④ 

 

                                                        
① Barack Obama, “News Conference in Strasbourg,”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 
e/news-conference-president-obama-4042009. 
② Mitt Romney, No Apology: The Case for American Greatness ,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0, p.263. 
③ Sarah Palin, America by Heart: Reflections on Family, Faith, and Flag, New York: Harper, 
2010,p. 69. 
④ Barack Obama, “State of the Union,”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01/25/r 
emarks-president-state-union-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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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公民宗教绝不可能推动美国外交政策。美国领导人在应对国际威胁和机遇

时向来都是既追求利益，又追求理想的。然而，坚定信奉作为基本价值观的个

人自由扎根于启蒙自然神教和新教《圣经》传统之中，从美国立国开始，就为

其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那种认为向全球传播自由、遵从天意和美国采取的国

际行动来自于一股，而且是同一股历史潮流的观点已在各种政治党派中获得广

泛共识，并在战后影响了美国的对外人权政策，牵制了外交政策向实用主义和

多边主义方向发展。 

本文所论证的、并以美国为例作了说明的分析框架并不精确，它只是在一

个大致的层面上考察公民宗教的存在及其外交政策维度和国际作用。它不可能

对如天赋自由和天意这些宗教理念如何影响特定的政策作出细致的分析，也不

可能阐明美国社会以及外交政策精英和政治领袖们对那些理念所持有的饱受争

议且截然不同的判断。但它也的确指出了美国有别于其他世界大国的一致的动

机（motif）。美国强烈的国家使命感根植于对基督教传统的特定理解，理性主

义者托马斯·杰斐逊和加尔文主义者约翰·温斯罗普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未来数十年中，全球力量平衡的转变可能会对美国公民宗教及其相关的

国际使命感形成挑战。二战结束六十多年后，美国仍是全球军事和经济的霸主。

但无论如何，它已相对衰弱了。同时代的中国、印度和欧盟的崛起预示着一个

更为多极化世界的出现，美国将不得不面对与其他强权平起平坐的压力。即便

美国的相对力量持续衰弱，以至于最后风光不再，一些不证自明、自欺欺人的

信念，也有可能延续下去。但深植于美国“例外主义”的信念可能会继续阻碍

多边合作，建立有效的国际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美国领导人能否成

功地使公民宗教适应全球政策新挑战，描绘出美国与他国共导而非独导世界的

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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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ages civil religion not only has been discerned in political 

discourses, narratives, and accompanying rituals designed to legitimate state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and reinforce national unity, but also has foreign policy 

effects by wedding governments to an international mission that goes beyond the 

mere pursuit of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to incorporate the advancement of 

foundational national values abroad. It has limited impact on the U.S. foreign policy 

while obstructs the trend of the U.S. foreign policy to the path of multilateralism and 

pragmatism. To a great extent the construction of effectiv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based on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which dominated by the U.S. much will depend on 

whether the US leaders manage to adapt civil religion in the face of new global 

policy challenges and articulate a vision of American leadership with and not over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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